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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1852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by author in rural Guangdong in 2002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gree and motivat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villagers and its support to village

self-government.It is argued that direct , open and competitive village elections are the movement of em-

powerment for villagers , and then , the villager will obtain the institutional realization of citizenship writ-

ten in the constitution.This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omotes the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oliti-

cal involvem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rule of men , instrument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 to the institu-

tional , rightful and autonomous public participation.Also ,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impacts of non-econom-

ic factors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re becoming strong , while the consciousness of citizenship of the vil-

lagers is awakening.The political role of villagers participated in village elections is changing from the

tame peasant to citizen.

直接 、公开 、竞争的村民选举制度导入中国农村社会以后 ,如何认识和评判农民政治参与的社会程

度 、动机与效应 ?根据现有文献 ,无论是对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及动机的分析 ,还是对农民政治参与效应

的评估 ,都以基于个案观察或者政策文本所进行的定性分析为主 。根据地方性调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研究的 ,主要有何包钢 、郎友兴在浙江省完成的 1245份问卷调查(何包钢 、郎友兴 , 2002年);刘喜堂 、贺

雪峰 1999年对湖南 40个县的村委会选举数据分析(贺雪峰 , 2000;刘喜堂 , 2001);谢子平 、吴淼对福建

2000年村委会选举调查数据分析(谢子平 ,2001;吴淼 ,2002);孙龙 、仝志辉对吉林省 40个村委会选举的

数据分析(孙龙 、仝志辉 ,2002);肖唐镖 、邱新有 、唐晓腾等对江西 40个村的宗族与村治关系的调查研究

(肖唐镖 、邱新有 、唐晓腾 ,2001)。

上述调查的分析单位主要是村组织而不是村民个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村委会选举制度及其相关

因素而不是村民政治参与的行为动机和价值取向;研究的角度主要是研究者对农民政治参与过程及效

应的描述和评价 ,而不是农民自身对政治参与及其效应的自我评判 。笔者的研究则以村民个人为分析

单位 ,并根据参与者的自我评判来分析他们的政治参与动机 、价值取向及参与效应。为此 ,笔者于 2002

年5-6月组织了在广东全省范围内的问卷调查。① 调查活动在广东省 26个村展开 ,每村平均访问了

70个村民 ,共回收有效问卷 1852份 ,有效率 92.6%。调查地点的选择主要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梯度特

征 ,将被调查村分作三大类:一是珠江三角洲中心区域的农村 ,具体包括广州市白云区 、花都区及从化

市 ,佛山市南海区 、东莞市 、鹤山市的 10个村;二是珠江三角洲边缘区域农村 ,包括肇庆地区的云浮市 、

阳春市 、郁南市的 8个村;三是分布在粤东及粤北山区(潮安县 、五华县 、兴宁市等)的 8个相对落后的

村。从总体上看 ,珠江三角洲与非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农村经济差距很大 ,富裕农村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

洲一带 ,贫困农村主要分布在粤北山区及各地的石灰岩地带 。东西两翼部分市县如惠来 、陆丰 、廉江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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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成果是笔者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研究”(02BZZ026)的阶段性成果 , 课题组主要
成员是李江涛 、王金洪 、童晓频 、郭巍青 、徐勇 、胡荣 、肖唐镖、王春生 、邹静琴 、王杰珍 、刘鹏。问卷调查由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
中心与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联合进行 ,调查员主要来自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1999级大学生 , 所有问卷均由调查员
访问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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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等地贫困村的发生率也不低 。① 根据我们的调查数据 ,1704个被访者(缺失 148人)的家庭年人均纯

收入是 5455元 ,标准差为 7408.39元 ,离差系数达 0.74 ,表明被访者的经济收入悬殊不小 。按被调查者

的年人均收入分组②:贫困户占 28.9%;温饱户占 27.1%;小康户占 21.2%;富裕户占 22.7%。

为把握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特征 ,本文首先从政治学的理论视野 ,区分了过去

的农民政治卷入与当代的农民政治参与的不同 ,描述了体现公民赋权的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及

参与的实际程度 。接着 ,分析了农民参与选举的权利动机和价值取向 ,而这种参与动机 、价值取向以及

农民的制度性支持程度 ,同其对村民选举的制度绩效及社会效应的自我评判有内在的关联 ,揭示这种关

联性正是本文的基本目的 。

一 、转型中的农民政治参与

无论我们如何评估以村民选举为基础的村民自治的政治效应 ,直接 、公开 、竞争的村民选举无疑是

一种公民赋权(empowerment for citizenry)行动。公民赋权并不是国家授权给公民 ,而是公民政治权利获

得制度化实现渠道的宪政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

回顾 1949-1979年的中国农村社会政治 ,群众性政治运动从未间断过 ,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浪潮

把亿万农民席卷进去 。笔者将这种卷入式的政治参与界定为“政治卷入”(political involvement)。政治卷

入是毛泽东时期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形态③,它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 ,人治取向。这种政治卷入是以

人治为特征的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 ,是农民群众响应国家特别是最高领袖政治号召的社会行动 ,而不是

基于自身经济利益要求及政治权利主张的积极行动 。第二 ,工具主义。这种政治卷入是以国家意志为

主导的缺乏个人选择机会的被动行为。卷入政治运动的农民 ,由于缺乏政治或政策选择的机会 ,往往成

为服务和服从于上层权力斗争的工具 ,或者成为无自主意识的政治盲从者 。第三 ,阶级斗争。这种政治

卷入其实是群众性阶级斗争运动。参与者不是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和地位参与公共生活 ,而是以家庭的

阶级成分来划分斗争者与被斗争者 。它给社会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在于 ,尽管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地主富

农成了事实上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但他们的政治权利也被无限期地剥夺了 ,中国社会就是在“这个阶级”

和“那个阶级”的人为分割中断裂了 。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的农民政治卷入 ,实质上是国家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的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控制。

有学者认为 ,毛泽东时代是让那些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贫下中农去决定国家的命运 ,后来则是让农民自

己学会决定自己的命运(周晓虹 ,2000)。这个判断不无深刻。但是 ,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把农民当作

社会的主体阶级来对待 ,最多只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而已 。在政治上 ,中国农民的这种非主体定性 、

受支配地位 ,不会因为少数从农村社会脱颖而出的政治活动家(如陈永贵)而改变。无论农民卷入“群众

批斗” ,还是参与 “民主办社” ,都是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政治方式。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国的公民赋权运动首先在农村社会登陆 ,导致农民政治参与的形态 、动机

及效应发生根本的变化。有研究者认为 ,80年代以后(所谓“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民政治参与不是

过去的自然延伸 ,而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体现(周晓虹 ,2000:146)。然而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

的突出特征是出现了过去少见的抗争性参与 ,具体形式有如农民依政策抗争(policy-based resistance)或

依法抗争(law-based resistance)(Li , Lianjiang &O' Brien , 1996:28-61;李连江 , 1997)、非制度性参与(程同

顺 ,2000)和农民集体维权行动(郭正林 ,2001)。当然 ,制度化的选举投票活动是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

的主渠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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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笔者不认为动员起来的政治参与就没有自主性。决定参与自主性的关键因素不是“动员” , 而是在参与过程中的选择机会。 如
果参与者缺乏选择的机会 ,那就是笔者所界定的“政治卷入” 。

按照广东省确定的农村小康标准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 2000元以下的为贫困农村 , 2000-4000元为温饱型农村 , 4000-6000元
为小康农村 , 6000元以上的为富裕农村。 2001年广东全省农村年人均纯收入是 3770元。

参见广东省农村调查队:广东农村贫困今年略见缓和 ,见 2002年 12月 23日广东农村经济信息网(http:  www.agri.dg.gov.cn)。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有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之分 。制度性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是选举和投票 ,如

县乡人大代表 、村民代表选举 、村委会选举 ,党支部选举 、党支部候选人推选投票等等 。制度性参与还包

括参加村民会议 ,听取及表决村委会工作报告 ,与各级干部联系和接触等。中国农村制度性政治参与渠

道的扩大 、程度的提高 ,是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提高的体现。非制度化参与则包括集体上

访告状 、依法或依政策抗争 、公共场所的群体骚乱以及对乡村基层干部的报复性攻击等。近年来 ,不少

地方出现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及普遍面临的干群关系紧张局面 ,表明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面临严

峻挑战。程同顺的研究也表明 ,农民的非制度化参与有扩大的趋势 ,非制度化参与 、抗议性参与和暴力

参与等相互渗透 ,相互转化 ,并存在合流的趋势(程同顺 ,2000:253)。这些经验现象表明 ,当代中国农民

的政治参与不再是单纯的服从性参与 ,开始从过去的政治卷入转变为具有权利主张的政治参与形态。

由此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呈现出制度性 、权利性和自主性等多重特征。

我们的问卷调查设计了衡量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变量 ,主要是农民参与村委会 、党支部和人大代表

选举的频度 。我们将被访者分成“中共党员”和“普通群众”两大群体(其中党员占 18.2%;非党群众占

81.8%,缺失 108人)。他们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次数如表 1所示。

　　表 1　 参加村委会选举次数

　　　选举次数

政治面貌　　　

参加村委会选举次数(%)

1次 2次 3次 多次 没参加
频次

党员 25.5 42.6 9.1 4.9 17.9 329

群众 18.3 46.2 6.1 4.2 25.2 1415

总计 19.7 45.5 6.7 4.4 23.8 1744

　　表 1显示 ,在党员和群众中 ,

分别有 17.9%和 25.2%的被访

者表示没有参加过村委会选举。

综合来看有 23.8%的被访者表

示没有参加过村委会投票活动 ,

表明村委会选举的参选率与官方

所公布的参选率数据存在差距 。① 经相关分析 ,政治面貌指标同参与村委会选举次数相关的Gamma系

数(以下简称“G系数”)为 0.073(显著度为 0.119),表明两者基本上不相关 。但是 ,政治面貌同个人的竞

选动机呈中度相关。在“是否想竞选成为村委会主任或村委成员”问题的回答中 , “政治面貌”之间的G

系数为 0.62 ,显著度为 0.000。性别 、年龄 、收入水平同村委会选举参与程度的相关程度都不高 ,G系数

分别为0.036 、0.115 、0.077 ,显著度均低于0.005。

　 　表 2　 参加党支部选举次数

　　　选举次数

政治面貌　　　

参加党支部选举次数(%)

1次 2次 3次 多次 没参加
频次

党员 17.6 24.0 10.3 9.7 38.3 329

群众 2.3 1.8 1.1 0.6 94.2 1415

总计 5.2 6.0 2.9 2.4 83.7 1744

　 　表 3　 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次数

　　　选举次数

政治面貌　　　

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次数(%)

1次 2次 3次 多次 没参加
频次

党员 24.6 21.9 10.0 7.0 36.5 329

群众 8.6 13.6 5.2 2.3 70.4 1415

总计 11.6 15.1 6.1 3.2 64.0 1744

　　表 2反映的是党支部选举情

况。“党支部选举”既包括党支部

内部选举 ,也包括村民群众推荐

党支部候选人 ,即所谓“两推一

选”或“两票制”的选举参与。先

看“群众”这一栏 ,有 94.2%的被

访者表示没有参加过党支部选

举 ,这表明被访的普通农民并没

有真正参与“两票制”或“两推一

选”的政治活动 ,而许多地方官员

声称开展了这项重大的改革 。其

次 ,看“党员”这一栏 ,调查结果显

示有 38.3%的党员被访者没有参加过党支部选举 ,表明基层党组织的民主化程度还没有达到应有水

平。G系数分析结果 ,政治面貌同党支部选举参与程度呈高度相关 ,其他变量按照相关程度高低排列依

次为:性别 、年龄 、人均收入和职务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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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民政部召开的全国村民委员会选举情况分析会(2002年 11月 21-25日 ,宁波)透露 , 2002年村委会选举中 ,广东省的参选率
为 96%;海南省的参选率为 95.6%;四川省的参选率为 93.46%,选民亲自投票率为 77.88%;湖南省的参选率为 91.51%。江苏 、
四川 、新疆等地选举一次成功的村占到总数的 90%以上。



选举县乡人大代表是农民参与国家生活的重要制度渠道。表3是问卷统计结果 ,由此可见 ,党员参

加县乡人大代表选举的机会比非党员要高。有1次选举经历的 ,党员是非党员的3倍;2-3次经历的为

2倍左右 ,多次经历的是 3倍多 。而非党员被访者中没有参加过人大代表选举的是党员的 2倍。

　　就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状况来看 ,统计分析发现个人的政治身份同政治参与的相关明显 ,同人均收

入基本不相关。

为综合分析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 ,笔者将相关数据综合成表 4。

　表 4　 影响农民政治参与因素的综合分析

　　　　　因素

参与程度　　　

性别

(G Sig)

年龄

(G Sig)

经济收入

(G Sig)

政治面貌

(G Sig)

职务经历

(G Sig)

村委会选举　 0.185 0.000 0.350 0.000 0.077 0.011 0.073 0.119 0.203 0.000

党支部选举　 0.367 0.000 0.164 0.000 0.015 0.739 0.894 0.000 0.654 0.000

人大代表选举 0.113 0.007 0.111 0.000 0.037 0.232 0.479 0.000 0.336 0.000

综合测评　　 0.222 - 　 0.208 - 　 0.043 - 　 0.482 - 　 0.398 - 　

　　表 4显示 ,影响村委会选举参与程度的主要因素是年龄和职务经历;对党支部选举的参与而言 ,显

著的影响因素是个人政治面貌和职务经历;而影响人大代表选举参与的主要因素也是政治面貌和职务

经历 。从因素分析来看 ,年龄因素对村委会选举的影响最强 ,性别因素对党支部选举的影响最显著 ,经

济收入对人大代表选举有微弱影响 ,政治面貌对党支部选举的影响最强 ,职务经历也主要是影响党支部

选举 。

综合测评的结果显示 ,经济收入对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影响最弱(G系数为 0.043),政治面貌和职

务经历的影响比较显著(G系数分别为 0.482和 0.398),年龄和性别因素的影响程度属于低度相关(G

系数分别为 0.208和 0.222)。由此发现 ,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同个人收入水平几乎不相关 ,而同个人的

社会政治面貌及社会身份(通过职务经历来体现)关系密切 。

二 、政治参与的动机与取向

农民在政治参与中有没有明确的动机? 大部分学者肯定 ,农民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及寻求经济利

益保护的机制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动力和动机 。例如 ,徐勇认为支配和影响村民选举的因素主要是

利益机制 ,而驱动村民政治参与的利益 ,既包括集体公利 、小团体共利 ,也包括个人私利(徐勇 ,1999:298

-299)。何包钢 、朗友兴的研究发现 ,经济发达村要比经济落后村的村民选举的竞争程度高 ,选民对投

票回报或选举的误工补贴的期望是村民高参选的重要因素(何包纲 、朗友兴 ,2002:163-165)。胡荣的

案例研究强调农村选民的经济理性选择 ,其研究也发现村民参选的回报和候选人竞选的经济利益计算

是农民参选的主要动机(胡荣 , 2001:57 、100)。程同顺则强调农民经济利益对政治参与的决定性作用 ,

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农民 、集体和国家之间存在经常性的利益冲突 ,农民为了保护和表达自己的利

益 ,必然要更多地参与政治。国外学者也从经济发展与民主参与关系的角度探讨农民政治参与的动力

和动机问题(Oi , 1996;Oi &Rozelle ,2000;Shi , 1999)。

从非经济因素来探讨农民政治参与 ,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例如 ,于建嵘在湖南的田野调查支持这样

的结论:农民公共参与(政治参与)的显著特征是目标非经济化和自愿不足 。参加选举的农民并不认为

选举投票对他们的自身利益很重要 ,他们寻求的是“做事公道”(于建嵘 ,2001:415)。何包纲和郎友兴的

实证调查则显示 ,农村选民的投票行动主要受其政治权利及公民责任意识驱使 ,表明农村社会的公民意

识正在形成(何包纲 、郎友兴 ,2002)。周晓虹则从自上而下的视野 ,认为毛泽东时期农民政治参与的历

史动机主要是破旧立新 ,毛泽东以后的农民政治参与动机主要是制度重建及制度创新(周晓虹 ,2000)。

国外学者中 ,欧博文和李连江对农民政治文化的研究特别值得关注。他们的研究发现 ,转型期中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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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举参与 、依法抗争等政治参与活动 ,正在把老实巴交的“顺民” 、爱顶撞权威的“刁民”塑造成民主社

会所需要的公民(O' Brien &Li , 1996;欧博文 ,2001)。不难看到 ,农民的公民权利意识在觉醒之中 ,成为

捍卫其选举与被选举权的动力来源 。

综合来看 ,开启于20世纪 80年代非集体化改革的中国农村政治参与 ,得益于村民直选 、村民自治

的制度实施 ,正在从过去那种工具性的群众政治卷入转变到权利性的公民政治参与 。然而 ,这种政治转

型还远未完成 ,农民政治参与的根本动力及动机 ,究竟来自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还是经济利益的寻求 ,

有待后续的研究加以回答 。

(一)农民的选举动机

本调查设计了五个变量来测量被访者的选举动机与取向。第一是调查了解被访者对农村公共事务

的关心程度以及参加选举的主观愿望;第二是对当选村干部(包括人大代表)的角色期望;第三是选举投

票误工补贴对选举参与的影响 。

我们假设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与其公共参与的程度有相关 。为此 ,我们首先看一看被访者

的公共意识结构 。表 5显示了 1852名被访者对村庄公共事务关心的程度 。

　表 5　 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 (%)　

村集体财务 计生指标分配 宅基地使用 集体分红 农村治安 村企业经营

关心　 45.4 26.0 28.1 40.1 61.5 25.0

不关心 54.6 74.0 71.9 59.9 38.5 75.0

　　由表 5可见 ,在所列公共事务当中 ,被访者最关心的是农村治安 ,有 61.5%的被访者回答关心农村

治安状况;其次是村集体财务和集体分红 ,关心程度分别为 45.4%和 40.1%。关注较少的是村企业经

营及计划生育指标分配 ,不关心的人数分别高达 75%和 74%。经 G系数分析 ,对集体分红的关心同村

委会选举的参与程度有显著的低度相关(G系数为 0.217),而其他关心变项与村委会选举参与程度的相

关系数G都小于 0.01。我们的假设被证伪了。

表6显示了被访者竞选村委会主任或村委其他成员的愿望情况。

　　表 6　 村民竞选村主任或村委其他成员的愿望

　　参选愿望

政治面貌　　

是否想竞选村主任或村委其他成员(%)

想 不想 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频次

党员 61.4 24.7 13.9 324

群众 22.9 35.2 41.9 1396

总计 30.1 33.3 36.6 1720

　　从表 6可见 ,党员有竞选动机的大

约高出群众近 2倍 ,而从没考虑这个问

题的群众人数是党员的 2倍多 ,明确表

示“不想”的群众也比党员多 10个百分

点。G系数分析表明 ,个人竞选动机与

其政治面貌的相关系数为 0.616(显著

度0.000),与个人职务及人生经历的相关系数也达到了 0.45(显著度 0.000)。

下面 ,让我们看一看投票误工补贴对农民政治参与的经济刺激作用。正如胡荣在福建观察到的情

况一样 ,广东不少农村也给每个选民金额不等的投票误工补贴。表 7是 1852个被访者投票误工补贴的

分组统计结果。

从表 7可见 ,有 41.1%的被访者所处村庄是不发误工补贴的 ,发误工补贴的占了 58.9%,误工补贴

的众数区间是 6-10元 ,平均值为 8.6元 。误工补贴同村委会选举参与程度的G 相关系数为 0.256(显

著度 0.000),即统计上的中低度相关 。表 8显示了误工补贴对村民参加投票选举的经济刺激作用 。

当问到是否“不发误工补贴村民就不愿意投票”时 ,19.5%的被访者明确回答“是这样” ,59.8%的村

民表示“不是这样” ,还有 20%多被访者不置可否。经G系数分析 ,经济刺激对参选程度的影响不高 ,相

关系数为 0.18(0.000)。但同选举的难易程度呈中低度相关(G系数为 0.30 ,显著度 0.000)。笔者的分

析表明 ,类似投票误工补贴的经济刺激 ,不再是激发村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 ,而是个人政治觉悟以及

人生社会经历。可以预见 ,一旦农民的公民意识成熟起来 ,就会增强其政治参与的自主性和权利动机。

81



　　表 7　 每次村委会选举投票的误工补贴

　　　频次与百分比

金额(元)　　　　
频次 百分比

有效

百分比

无补贴 762 41.1 41.1

1-5 362 19.5 19.5

6-10 440 23.8 23.8

11-20 194 10.5 10.5

20以上 94 5.1 5.1

总计 1852 100 100

　　表 8　 不发误工补贴村民愿否来投票

　　　频次与百分比

选项　　　　　　
频次 百分比

有效

百分比

是这样 357 19.3 19.5

不是这样 1097 59.2 59.8

说不清楚 380 20.5 20.7

合计 1834 99.0 100

缺省值 18 1.0 -

总计 1852 100 -

　　(二)农民在选举中的政治取向

在投票选举中 ,农民最心仪什么样的人? 这涉及到农民的政治评判与选票投向问题 。何包纲 、郎友

兴的浙江农村调查研究区分出了“能人” 、“好人”和“自家人”三类交叉影响的取向 ,浙江农民的选举取向

主要是经济能人(何包纲 、郎友兴 , 2002:213-214)。笔者的调查则细分出七种取向让被访者选择。调

查统计结果如表 9所示。

　表 9　 农民政治参与的取向 (%)　

党员 敢为村民说话 经济能人 办事公道 人品好 , 不贪污 有文化 , 明道理 自家人

选择　 19.7 55.2 35.1 79.0 74.5 63.1 6.5

不选择 80.3 44.8 64.9 21.0 25.5 36.9 93.4

　　N=1852 人

在农民政治参与的取向中 ,排在首位的是“办事公道”和“人品好 ,不贪污” ,这表明农民有很强的公

平要求和正义诉求;排在第二位是“有文化 、明道理”和“敢为村民说话” ,表明农民十分看重知识文化以

及敢为平民利益鼓与吹的“包公精神” ;排的第三位的是经济能人 ,这似乎与广东农村的实际情况不相匹

配。其实 ,广东农村的经济能人大多在村外发展 ,他们给村民带来的实惠并不直接 ,特别是在非集体化

和市场化的现时期 ,发家致富主要是各家各户的私事 。值得注意的是 ,在农民的选举取向中 ,党员排在

倒数第一 ,仅有不到 20%的人选择“党员” 。而选择“自家人”的更少 ,表明广东农民在文化观念上走出

了家族影响的阴影。

　表 10　 党员与群众对选择党员做村干部的

态度取向

　　　　选项

政治面貌　　

应该选党员做村干部(%)

是 不是
频次

党员 35.9 64.1 329

群众 16.3 83.7 1413

总计 20.0 80.0 1742

　　调查显示 ,党员与群众在选择党员做村干部的

态度取向上有明显分歧 。表 10显示 ,党员选“党员”

的比群众选“党员”多了近 1倍的人 ,而不选党员的

群众比党员多了近 20个百分点 。农民的政治面貌

与农民这种政治取向的 G 系数为 0.482(显著度

0.000)。由此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如何才

能提高党员在农民群众心目中的政治地位 ?笔者的

调查还显示 ,在 1800多个被访者中 ,认为“三个代表”给农村带来显著效果的人数并不多(参见表 11)。

　　从表 11可见 ,几乎有 50%的被访者不知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 ,更谈不上了解其宣传贯彻

的效果。在知道“三个代表”的被访者中 ,认为“效果一般”的人(34.1%)是“效果很好”的2倍多。

三 、政治参与中的农民评判

在此强调的“政治参与中的农民评判” ,指的是由农民自己来评价村民选举及其实际效果 。

(一)选举还是任命

有的人认为 ,农民的文化素质低 ,又没有经过民主启蒙 ,所以对干部产生方式的好坏缺乏判断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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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所谓“给钱给物给政策 ,不如给个好支书”。本调查显示 ,农民是有政治判断力的 。问卷上有个提问:

“你认为村干部应该实行村民选举还是上级任命?”回答如表 12所示 。

　表 11　 农村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的效果

　　　频次与百分比

选项　　　　　　　
频次 百分比

有效

百分比

效果很大 290 15.7 15.8

效果一般 626 33.8 34.1

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345 18.6 18.8

不知道“三个代表”指什么 575 31.0 31.3

合计 1836 99.1 100

缺失 16 0.9 -

总计 1852 100 -

　表 12　　您认为村干部应该实行选举还是任命

　　　频次与百分比

选项　　　　　　　
频次 百分比

有效

百分比

应该村民选举 1178 63.6 64.6

应该上级任命 185 10.0 10.1

两种办法都行 295 15.9 16.2

不知道 165 8.9 9.1

合计 1823 98.4 100

缺失 29 1.6 -

总计 1852 100 -

由表 12可见 ,64.6%的被访者支持村民选举制度 ,认为村干部应该由村民选举产生。然而 ,也有

10%的被访者不看好选举制度 ,认为村干部应该由上级任命。还有 16%的被访者是“两可派” ,既认同

选举制度 ,也接受任命制度。而在“两可派”中 ,认为选举无用的人占了很大的比重(参见表17)。

表13显示了农民的权威认同结构同村干部产生方式评价之间的关系 。经测算 ,农民的权威认同与

对干部选任方式的评价为中低度相关(G系数为 0.25 ,显著度 0.000)。

从表 13可见 ,在农民权威认同结构中 ,以“村支书” 、“村主任” 、“村民代表”为权威认同对象的村民 ,

主张村干部选举制的人数高达 70%左右 ,表明那些认同体制内权威的农民倾向于接受选举制度 。而那

些倾向于认同体制外权威(如有钱人 、大姓族老)的农民反倒接受任命机制 , “两可派” 、“不知道者”大多

也属于这种政治认同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 ,一般的民主理论都假设私人经济 、民间权威与民主选举有亲

和力 。而我们的调查发现显然不支持这个假设。如何解释这种看似奇怪的数据结构呢? 费孝通认为 ,

在传统的乡土中国 ,既容不得“横暴权力” ,也缺乏“同意权力”的根基 ,大行其道的是礼俗权威。维系这

种礼俗权威的就是个人经验 、传统习俗和社会势力(费孝通 ,1985)。笔者认为:无论是民间权威 ,还是经

济能人权威 ,都是自发内生的 ,这样的权威不需要民主程序来认可。因此 ,有这种权威认同心理的人 ,更

倾向于传统的权力交接方式 ,即上级委任制。但是 ,无论如何 ,接受并支持民主选举的人占大多数 。更

重要的是 ,主张民主选举的农民 ,不是“大门口的陌生人(魏斐德①)”而是体制中人 。

　表 13　 农民的权威认同与村干部产生方式观念的交互分析

　　　　　选举或任命

所认同的权威角色　　　　

您认为村干部应该实行选举还是任命

应该村民选举 应该上级任命 两种都行 不知道
频次

村支书 70.6 8.7 15.6 5.1 781

村主任 71.0 10.2 13.4 5.4 441

有钱人 45.0 23.3 19.2 12.5 120

大姓族老 42.9 14.3 19.0 23.8 21

村民代表 69.9 10.8 13.1 6.3 176

不知道 43.5 8.2 23.0 25.3 269

总计 64.5 10.2 16.2 9.0 1808

　　(二)支持还是不支持

制度性支持是在政治认同基础上对公共权力的服从。支持还是不支持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

的政治认同的结构。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效应就是能够改变原有的社会权威认同的结构 ,从而促使农

村权力结构的变化。对于缺乏强制性的村级权力来说 ,社会权威认同与制度性支持程度的高低 ,意味着

权力支配或影响力的实际强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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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的研究认为 ,村民选举有助于提高村委会在村民社会中的权威地位(徐勇 , 1997;胡荣 ,

2001;何包钢 、郎友兴 ,2002)。笔者的调查数据支持这个判断 。表 14显示了被访者对村级组织权力的

认同及制度性支持的程度 。

　表 14　 农民的制度性支持程度

　　　　　　　支持程度

主张选举或是任命　　　

农民对村委会认同与支持的程度(%)

只要是民主选举的 ,

都要支持和服从

无论谁当选 , 都要服从

党支部的领导

无论谁当选 ,

都与我无关

不知道

支持谁

频次

主张村民选举 65.9 20.9 8.9 4.3 1150

主张上级任命 40.4 40.5 11.9 7.0 185

两种都行 49.7 18.8 21.9 9.7 288

不知道 38.4 11.9 18.2 31.4 159

总计 58.2 21.8 12.1 7.9 1782

　　首先 ,看主张民主选举的被访者 ,有 65.9%的人表示无论谁当选村委会 ,都得支持和服从村委会的

自治权力 。这些被访者属于阿尔蒙德和维尔巴(G.Alnaond &S.Verba)所谓的具有公民文化的人(G.阿

尔蒙德等 ,1989)。有 20.9%的人认为 ,选举出来的村委会都要服从党支部的领导 。笔者交互分析显示 ,

这一回答的党员被访者为 33.6%,而群众被访者为 18.8%,表明选民的政治立场同党派性有明显的关

联 ,这也是现代政治社会的特征。其次 ,看倾向于任命制的被访者 ,选择支持村委会和支持党支部的比

例一样。说明在他们心目中 ,村委会与党支部是一回事 ,都是农村基层的正式权力。而上述分析揭示

出 ,倾向于任命制的农民 ,其政治认同取向主要是民间权威和经济权威(族老和老板)。在政治文化上 ,

他们的臣民文化色彩更浓 。第三看“两可派” ,接近 50%的被访者更加支持村委会 ,但他们身上那种“事

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犬儒主义色彩明显 , 21.9%的被访者回答是“无论谁当选 ,都与我无关” 。综合来

看 ,农民的政治支持体现了权威认同结构 ,在这种结构中 ,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支持是认同性支持而不是

被支配性的服从 。

(三)干群关系变好了 ,还是变差了

干群关系紧张的根源 ,是农民的利益遭受显性或隐性的侵害或剥夺 ,导致农民采取抗争性的集体维

权行动或抵制性参与(郭正林 ,2001;于建嵘 ,2001)。无论如何 ,干群关系的实际状况是村民选举制度实

施的微观社会环境。农民又是如何评价干群关系及其变化趋势的呢 ?表 15是笔者的问卷分析结果。

　　表 15　 农村对干群关系变化的一般看法

　　　　评价

政治面貌　　

干群关系变好还是变差了

变好 变差 时好时差 不知道
频次

党员 58.0 21.9 14.8 5.2 324

群众 39.1 20.6 20.8 19.6 1395

总计 42.6 20.8 19.7 16.9 1719

　　从表 15可见 ,对干群关系及其变化持乐

观态度的党员被访者比群众要高 19个百分

点 ,认为“变差”的两者都在 20%左右 。在总

体上 ,超过一半的被访者对干群关系持不乐

观或怀疑观望的心态。根据笔者的统计分

析 ,政治面貌同这种评价意见的 G 系数为

0.371(0.000)。不可否定 ,影响干群关系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改善干群关系的方式方法也就需要多管

齐下 。其中 ,村民选举是被认为是经济成本最小 、社会效应最大的有效方式。那么 ,村民选举对干群关

系的改善作用如何呢(参见表 16)?

　表 16　 村民选举对改善干群关系的作用分析

　　　　　作用

政治面貌　　　

村民选举是否改善了干群关系

密切了干群关系 选与不选一样 反而使矛盾更多 说不清楚
频次

党员 62.3 7.4 19.6 10.7 326

群众 45.3 24.1 12.1 18.5 1400

总计 48.5 20.9 13.6 17.0 1726

　　事实上 ,表 16与表 15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两变量的G系数为 0.56(0.000)。在“党员”被访者中 ,

认为村民选举有助于改善干群关系的是整个数据表格中的众数 。在“群众”这一栏 ,给予积极评价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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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45.3%,其余的评价比较消极。在总体上 ,农民对干群关系的积极和消极评价平分秋色 。

(四)村民选举对集体经济的影响

认为村民选举 、村民自治会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历来是基层民主倡导者或促进派的理由 ,而村

民自治的怀疑论者或反对派对这个理由嗤之以鼻(Kelliher ,1997)。这样的争论还在国内继续着 。那么 ,

农民自己是如何评价村民选举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呢? 表17是笔者的调查分析结果 。

　表 17　 村委会选举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分析

　　　　　　　　　评价

主张选举还是任命　　　　

村委会选举对本村经济发展有没有促进作用

有促进作用 有妨碍作用 选与不选一样 不知道
频次

选举 56.9 7.6 24.5 11.0 1169

任命 46.7 14.8 31.9 6.6 182

两种都行 37.6 9.2 40.3 12.9 164

不知道 13.4 7.9 42.1 36.6 164

合计 48.8 8.6 29.4 13.2 1810

　　表 17显示 ,认为村民选举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促进作用的是少数 ,在 1810个被访者(有 42人

没回答)中 ,仅有 8.6%的人认为“没有促进作用 ,反而有妨碍” 。无论是主张选举制还是主张任命制的 ,

多数被访者都肯定民主选举对农村经济发展有促进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 ,观点为“选与不选一个样”的

人数不少 ,约占总数 30%的人持这种意见 ,而且回答为“不知道”的人 ,其实也可以归为这一类。总之 ,

有42.6%的人看不到村委会选举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这样的分析结果是令人沮丧的 。

四 、简短结论

直接 、公开 、竞争的村民选举是一种公民赋权行动 。正是有了这种公民赋权的制度安排 ,公民的政

治权利才获得了制度化的实现途径 。可以说 ,真正拉开当代中国宪政制度建设帷幕的不是城里人 ,而是

在村民直选中落实政治权利的农民大众 。而国家宪政制度建设的启动 ,使农民的政治参与形态从人治

性 、工具性 、阶级性的政治卷入转变为制度性 、权利性和自主性的政治参与 ,由此彰显了农民政治参与的

制度效应 。

通过对分布在广东 26个村的 1852 个被访者的问卷调查分析 ,笔者发现 76.2%的被访者参加过 1

次以上的投票选举;16.3%的被访者参与过 1次以上的党支部选举活动;36%的被访者参加过人大代表

的投票选举 。尽管调查数据显示的村委会选举投票率低于政府公布的水平 ,但这种有选择的选举参与

是真实而有意义的民主参与。统计分析表明 ,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开始呈现出非经济性的特征。

在所有因素中 ,个人经济收入水平对政治参与程度的影响最微弱甚至在统计上不相关 ,而政治面貌及社

会经历的影响最强。

人大代表选举是真正把农民同国家联系起来的制度渠道。然而 ,同村委会选举相比 ,农民在人大代

表投票选举中的参与程度不高 ,参与率低了 1倍之多。这同执政党在十六大所确立的“三个代表”的政

治要求还存在相当的距离 。笔者的调查也显示 ,农村“三个代表”的宣传贯彻活动还没有收到预期的效

果 ,这同基层党政部门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有直接的关系。

从卷入式政治参与向权利性政治参与转型的完成 ,最终需要参与者公民意识的成熟及政治认同结

构的民主化转型 。我们的调查显示 ,在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动机之中 ,经济利益不再是惟一的因素 ,

政治权利及公共意识正处于觉醒之中。经济理性的模型不能解释农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 。投票中的物

质刺激(如误工补贴)作用在减弱 ,60%的被访者表示 ,没有物质刺激也要参与投票选举 。农民对公共秩

序 、公共福利的关心程度在增强 ,这种增强对农民的选举取向有直接的影响 。在所列投票选举取向的要

素当中 ,农民认同那些办事公道 、品行端正 、有文化知识 、敢为村民说话的候选人 。狭隘的家族利益已不

再是驱动农民政治参与的支配因素 ,起码表明被调查地区农民的家族文化观念在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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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经受民主选举洗礼的中国农民 ,具有一定的政治判断能力。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 ,64.6%的被

访者是民主选举的支持者 ,而且他们接受和支持体制权威。无论是对选举产生的村委会 ,还是对由群众

推选 、党员投票的党支部 ,都显示了他们的认同性支持 。这些农民所支持的民主选举 ,就是要求所有村

干部 ,从村支书到村主任 ,从村民代表到人大代表 ,都要经受村民选票的民主考验。那些不看好选举制

度的被访者以及“两可派” ,一是认为选举产生不了立竿见影的社会经济效果;二是在他们的权威认同结

构中 ,族老的权威来自自发内生的传统 ,老板的权威来自钞票 ,两种权威都不能由选举来确立。我们的

调查分析还表明 ,在中国乡村这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民间经济 、民间权威及其追随者 ,不一定具有

现代民主制度的权威意识 。因此 ,那种企图以西方民主的发展轨迹来圈画中国乡村民主前景的人 ,真有

可能变成“大门口的陌生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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